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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地植物群落特征对亚微米颗粒物的影响

范舒欣，李逸伦，李　 坤，张梦园，郝培尧，董　 丽∗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城乡生态环境北京实验室，国家花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植物群落是构成城市绿地的基本单元之一，也是绿地发挥空气颗粒物调节功能的基础。 亚微米级颗粒物，即 ＰＭ１ 颗粒物

对大气能见度、环境质量与人体健康等均存在严重的负面危害。 为探究城市绿地植物群落对亚微米颗粒物水平的调节机制，本
研究基于实地测量，针对不同类型植物群落内 ＰＭ１颗粒物水平的差异，以及群落冠层结构对 ＰＭ１浓度的影响开展定量研究。 结

果表明，植物群落对亚微米颗粒物具有一定的减滞效果。 ８ 种常见群落类型中，针阔⁃乔草型群落减滞 ＰＭ１颗粒物的能力最优，
阔叶⁃乔灌草群落次之，针叶⁃灌草型群落最弱，但不同类型植物群落内部的 ＰＭ１浓度差异并不显著。 植物群落的冠层结构同

ＰＭ１颗粒物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响应关系，部分冠层指标存在关键的拐点阈值。 当冠层郁闭度大于 ７５％，疏透度小于 ５５％左右

时，植物群落减滞 ＰＭ１颗粒物的效果最佳。
关键词：城市绿地；植物群落；构成类型；冠层结构；亚微米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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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人类活动日益增多，交通运输和城市建设排放的废气与粉尘等极大地

增加了大气环境中的颗粒物含量［１⁃３］。 近年来，大气颗粒物污染已成为制约许多城市健康发展的突出环境压

力之一［４］。 以北京为例，２０１８ 年北京全年 １３８ｄ 空气质量未达标，占全年 ３８％，重污染日 １５ｄ。 大气颗粒物仍

是北京的首要空气污染物［５］。 空气中颗粒物含量过高， 会造成雾霾天气， 降低大气能见度［６⁃７］。 甚至引发光

化学烟雾， 加剧局地热岛效应，进而引发一系列环境问题［８⁃９］。 许多流行病学研究发现，长期暴露于空气颗粒

物污染环境可能罹患心、肺血管和呼吸道疾病［１０⁃１２］。 因此，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寻长久可行、经济有效的

空气颗粒物污染治理手段已成为全球性热点问题。
近年来，大量研究证实，植物可以通过自身的阻挡、吸收与滞纳等作用影响空气中颗粒物的水平与分

布［１３⁃１４］。 个体植物经过组合形成群落，充足的枝叶能够滞纳与吸收更多不同粒径的颗粒物，复杂的群落冠层

也可改变气流运动的速度与方向，促进颗粒物的沉降或扩散衰减［１５⁃１６］。 城市绿地中，植物群落是能够有效发

挥颗粒物减滞功能的基本单位。 不同植物群落具有各异的构成类型与层次结构。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相对

于单型群落，混交群落减滞颗粒物的效果更佳［１７⁃１９］。 以乔木为主的复层群落的调节效果明显强于其他类

型［２０⁃２１］。 此外，有研究发现，植物群落的郁闭度、叶面积指数越大，减滞颗粒物的效果越好［２２⁃２３］。 但某些情况

下，稠密植被会抑制近地面的空气交换，反而不利于颗粒物的扩散衰减［２４］。 因此，随着定量研究的不断深入，
逐渐有研究开始探讨群落冠层对空气颗粒物的影响是否存在阈值［２５⁃２６］。 但目前，相关领域并没有足够的成

果积累，可用于指导城市绿地植物群落营建的关键阈值尚不明确。
不仅如此，空气中的颗粒物，按其空气动力学等效直径的大小，一般被分为可吸入颗粒物（ＰＭ１０，粒径＜

１０．０μｍ）、细颗粒物 （ＰＭ２．５，粒径＜ ２． ５μｍ） 和亚微米颗粒物（ＰＭ１，粒径＜１．０μｍ）等。 粒径较大的颗粒物容易

受到障碍物的直接拦截或重力作用发生沉积。 小粒径颗粒物则更依赖于布朗运动撞击和向外扩散来实现浓

度衰减［２７⁃２８］。 近年来，大气颗粒物研究主要集中在 ＰＭ１０和 ＰＭ２．５上。 随着环境监测技术的不断发展，亚微米

级颗粒物正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研究表明，空气颗粒物大部分的二次化学转化都发生在 １μｍ 以下的粒径

段内， 且 ０．１—１μｍ 粒子浓度较高时，其强亲水性和产生的消光效应是导致大气能见度快速下降的主要原

因［２９⁃３０］。 同时，由于亚微米颗粒物比表面积更大，极易吸附病原体和有毒有害物质进入人体造成危害［３１］。 目

前，有关亚微米颗粒物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一般集中在其化学组成与形成机制方面。 针对绿地调节亚微米

级颗粒物的研究几乎空白，鲜有报道。
考虑到上述问题，为定量解析高度异质化的城市环境中，绿地植物群落对亚微米颗粒物（ＰＭ１）的调节机

制及其影响因子，本研究基于实地测量，重点探究以下几个问题：（１）不同植物群落类型内部 ＰＭ１颗粒物的水

平特征；（２）ＰＭ１颗粒物浓度对群落冠层结构特征的响应，以及是否存在关键阈值？ 研究结果将为未来基于改

善城市空气污染的城市绿地规划设计提供理论指导。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北京（３９°５６′Ｎ， １１６°２０′Ｅ）位于华北平原西北部，四季分明，春秋短暂，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属
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 以 ２０１８ 年北京市气象统计数据为例，全年平均气温为 １１．９℃，年平均降雨量

为 ５７５．５ｍｍ［３２］，雨量集中在夏季。 夏季时主要风向为东北与东南风，冬季相反。 ２０１８ 年全年，ＰＭ２．５平均浓度

５１μｇ ／ ｍ３，ＰＭ１０年平均浓度值 ７８μｇ ／ ｍ３，分别超过国家标准 ４６％和 １１％［３］。
城市居住区拥有高度异质化的内部环境和复杂的下垫面格局，是城市环境的“缩影”，因而十分适合开展

局地与小尺度研究。 基于前期实地踏查，本研究选定北京朝阳区望京花园（ＷＪＨＹ：４０°０′Ｎ，１１６°２８′ Ｅ），秀园

（ＸＹ：３９°５９′Ｎ，１１６°２４′Ｅ）、水碓子（ＳＤＺ：３９°５５′Ｎ，１１６°２８′Ｅ）与和平家园（ＨＰＪＹ：３９°５７′Ｎ，１１６°２５′Ｅ）４ 个居住

区作为研究样地，开展实地监测。 ４ 个居住区样地均匀分布在朝阳区西北部，彼此间平均相距 ６．５８ｋｍ，周围无

大型绿地，处在相似的城市背景气象条件下。 所选各居住区样地均被周边城市街道围合，内部地势平坦，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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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率在 ５０％左右，能够覆盖不同的群落特征梯度。 ４ 个样本居住区的基本信息见表 １。

表 １　 ４ 个样本居住区基本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４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ｒｅａｓ

居住区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ｒｅａ

建成时间
Ｂｕｉｌｄ ｔｉｍｅ

总面积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ｅａ ／ ｍ２
绿地面积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 ｍ２
绿地覆盖率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 ％

望京花园 ２００２ ２３９１６７．２０ １１３１９７．８０ ４７．３３

秀园 ２００３ １３５４３７．５７ ５８９１５．３４ ４３．５０

水碓子 １９９３ １２９０２２．８５ ６４２１４．６７ ４９．７７

和平家园 １９８５ ４９９５２４．６６ ２９２５２１．６０ ５８．５６

１．２　 群落样地选择

群落构成类型试验开展于望京花园、秀园与水碓子居住区。 在前期实地踏查中分别于 ３ 个样本居住区的

绿地内选定 １０ｍ×１０ｍ 的群落样方各 ８ 个，共计 ２４ 个。 所选群落样方覆盖针阔⁃乔灌草、阔叶⁃乔灌草、针叶⁃乔
灌草、针阔⁃乔草、阔叶⁃乔草、针叶⁃乔草、阔叶⁃灌草与针叶⁃灌草 ８ 种北京城市绿地中常见的群落类型。 各群

落样方内不同生活型的植物混交且比例适中，所有植物均生长良好。 各群落样方中心距周边建筑的距离均大

于 １０ｍ，以避免其对测量结果的干扰。 样本群落信息见表 ２。

表 ２　 类型试验样本群落基本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群落编号 Ｎｏ．
构成类型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平均株高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ｈｅｉｇｈｔ ／ ｍ

平均冠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ｒｏｗｎ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 ｍ

平均胸径 ／ 地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ＢＨ ／ ＧＤ

阔叶树数量占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ｂｒｏａｄ⁃
ｌｅａｖ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 ％

乔木数量占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 ％

Ａ１ 针阔乔灌草 ６．２１ ４．３０ １１．２５ ７５ ６２．５
Ａ２ 阔叶乔灌草 ５．４０ ３．９５ １６．００ １００ ５０
Ａ３ 针叶乔灌草 ８．８４ ３．２６ １０．１８ ０ ５７．１
Ａ４ 针阔乔草 ９．２９ ４．４６ １４．５３ ６６．７ １００
Ａ５ 阔叶乔草 ２．９３ ２．２２ １５．３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Ａ６ 针叶乔草 ４．７９ ３．９１ ８．７３ ０ １００
Ａ７ 阔叶灌草 １．６３ ２．４８ １３．４４ １００ ０
Ａ８ 针叶灌草 ０．７３ １．４７ ５．０２ ０ ０
Ｂ１ 针阔乔灌草 ４．０６ ３．９２ １８．７０ ７７．８ ４４．４
Ｂ２ 阔叶乔灌草 ３．８６ ５．７７ ８．７８ １００ ４１．７
Ｂ３ 针叶乔灌草 ７．１９ ３．４５ ８．７５ ０ ３７．５
Ｂ４ 针阔乔草 ５．３２ ３．０３ １７．６９ ８３．３ １００
Ｂ５ 阔叶乔草 ７．３９ ３．３０ ８．１３ １００ １００
Ｂ６ 针叶乔草 ５．４３ ２．８４ １２．１１ ０ １００
Ｂ７ 阔叶灌草 １．５８ １．１５ １６．８１ １００ ０
Ｂ８ 针叶灌草 ０．５８ ２．０８ ５．２５ ０ ０
Ｃ１ 针阔乔灌草 ５．３２ ３．１９ １２．８７ ７１．４ ５７．１
Ｃ２ 阔叶乔灌草 ７．９１ ４．５４ １４．３６ １００ ６２．５
Ｃ３ 针叶乔灌草 ６．２７ ２．６３ １９．６７ ０ ４２．９
Ｃ４ 针阔乔草 ８．３３ ４．２２ ２０．０４ ６０ １００
Ｃ５ 阔叶乔草 ４．４５ ３．５３ １５．９３ １００ １００
Ｃ６ 针叶乔草 ５．３２ ３．０８ １４．０４ ０ １００
Ｃ７ 阔叶灌草 １．９３ ２．４６ ７．６０ １００ ０
Ｃ８ 针叶灌草 ０．６１ １．３５ ４．３７ ０ ０

　 　 编号 Ａ 代表样本群落来自望京花园住区；Ｂ 代表样本群落来自秀园住区；Ｃ 代表样本群落来自水碓子住区；平均株高、冠幅、胸径 ／ 地径、阔

叶树数量占比与乔木数量占比仅针对乔、灌木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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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落冠层结构试验开展于和平家园居住区。 前期实地踏查中，于样本居住区绿地内选定 １５ｍ×１５ｍ，冠层

结构具有一定的变化梯度的群落样方 ９ 个。 所选群落样方全部为乔灌草复层结构，内部不同生活型的植物混

交且比例适中，所有植物均生长良好。 各群落样方中心距周边建筑的距离均大于 １０ｍ，以避免其对测量结果

的干扰。 样本群落的基本信息详见表 ３。 ４ 个样本居住区和 ３３ 个群落样方的位置如图 １ 所示。

表 ３　 冠层试验样本群落基本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群落编号
Ｎｏ．

构成类型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平均株高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ｈｅｉｇｈｔ ／ ｍ

平均冠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ｒｏｗｎ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 ｍ

平均胸径 ／ 地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ＢＨ ／ ＧＤ ／ ｃｍ

阔叶树数量占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ｌ
ｅａｖ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 ％

乔木数量占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 ％

Ｄ１ 针阔乔灌草 ９．１０ ４．５０ １９．５０ ７６．９％ ５３．８％
Ｄ２ 阔叶乔灌草 ５．６３ ４．５３ １１．４７ １００％ ５０．０％
Ｄ３ 阔叶乔灌草 ４．６７ ４．０１ ９．１３ １００％ ５８．３％
Ｄ４ 针阔乔灌草 １１．１５ ６．３４ １８．５３ ７３．７％ ６３．１％
Ｄ５ 针阔乔灌草 ８．９２ ６．４８ １９．４９ ７７．８％ ７７．８％
Ｄ６ 针阔乔灌草 ６．４０ ４．７７ １４．３９ ８３．３％ ６６．７％
Ｄ７ 阔叶乔灌草 １１．７４ ４．７０ ２９．８９ １００％ ７２．７％
Ｄ８ 针阔乔灌草 ８．５７ ５．６９ ２８．７４ ６４．３％ ６４．３％
Ｄ９ 针阔乔灌草 ６．９７ ３．２１ １５．５５ ８４．６％ ６９．２％

　 　 编号 Ｄ 代表样本群落来自和平家园住区；平均株高、冠幅、胸径 ／ 地径、阔叶树数量占比与乔木数量占比仅针对乔、灌木进行统计

图 １　 ４ 个样本居住区和 ３３ 个群落样方的位置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４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３３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ｉ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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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亚微米颗粒物水平测定

空气颗粒物水平的测定统一在晴朗无风无重霾（风速≤２ｍ ／ ｓ、避开中度及以上污染天气）且基础天气条

件（气温、湿度与空气质量）相近的连续观测日进行。 每个观测日的观测时间统一为 ８：００—１８：００，每 ２ｈ 测定

一轮，共 ６ 个标准时刻。 采用双程路线移动监测法，以此来降低移动监测过程中，时间变化对测定结果的潜在

干扰。
群落的构成类型实验开展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９—１１ 日和 １４—１６ 日（夏季），共进行两组 ６ｄ。 每 ３ 个连续实验

日被视为一个完整的监测期。 第一组实验日测定时始终以正序路线完成所有测定，第二组为倒序。 各时段同

一测点的往返数据进行算数平均后代表该时段观测值。 群落的冠层结构实验开展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７—８ 日，１１—１２ 日（夏季），共进行三组 ６ｄ 的测量。 每两个连续实验日被视为一个完整的监测期，第一天始

终以正序路线完成所有测定，第二天则为倒序。 各时段同一测点的往返数据进行算数平均后代表该时段观测

值。 ＰＭ１浓度的测定借助 Ｄｕｓｔｍａｔｅ 手持式空气颗粒物监测仪。 于测点位置每间隔 １ｍｉｎ 记录一组 ＰＭ１浓度，
重复读取 ６ 次，均值代表各点 ＰＭ１ 浓度的该时刻水平。 本研究中，所有测点位置统一设置在各群落样方的中

心位置处，观测高度始终距地面 １．２ｍ。 移动监测过程中，每个测点的停留时间约为 ６—７ｍｉｎ，测点间快速移动

时间约 １ｍｉｎ，每轮每个测点的监测时间均被严格同步记录。
１．４　 群落类型与冠层特征测定

群落样方的构成类型通过实地调查群落构成树种与层次结构获得。 每个群落内部如图 ２ 所示位置设置

测量点，在各测量点距地 １．５ｍ 高度处假设仪器以测定各群落冠层参数。 测定统一于均匀的阴天（无强烈的

太阳直射）开展。 测点均值代表被测群落的郁闭度（ＣＤ）、疏透度（ＣＰ）、叶面积指数（ＬＡＩ）及天空可视因子

（ＳＶＦ）。
ＣＤ 测定，利用单反相机垂直向上（天空）拍照，照片导入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软件处理，郁闭度即为各群落冠层横

断面在水平方向所占的像素比例。
ＣＰ 测定，利用单反相机垂直向中心方向拍照，照片导入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软件处理，疏透度即为群落冠层纵断面

透光空隙在垂直方向所占的像素比例。
ＬＡＩ 测定，借助 ＬＡＩ⁃２２００ 冠层分析仪直接测定，必要时探头上加装带有一定角度的遮光镜盖，避免障碍

物干扰。
ＳＶＦ 测点，使用携带鱼眼镜头的全画幅单反相机垂直向上（天空）拍照，鱼眼照片经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软件初步

处理后，导入 Ｒａｙｍａｎ 软件计算天空可视因子，示例见图 ３。
基于以上，９ 个选定样本群落冠层结构参数的测定结果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样本群落冠层结构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ａｎｏｐ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群落编号
Ｎｏ．

郁闭度
Ｃａｎｏｐｙ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 ％

疏透度
Ｃａｎｏｐｙ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 ％

叶面积指数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ｉｎｄｅｘ

天空可视因子
Ｓｋｙ ｖｉｅｗ ｆａｃｔｏｒ ／ ％

Ｄ１ ４４．８７９ ７０．８６４ １．３２２ ０．４７６

Ｄ２ ５７．３１１ ５７．１９２ １．５０６ ０．３２４

Ｄ３ ６７．２６４ ６３．３３６ １．７１４ ０．４１２

Ｄ４ ７１．３６９ ５７．９６８ ２．３５６ ０．２３８

Ｄ５ ７５．８４０ ５４．６８６ ２．２６８ ０．２４９

Ｄ６ ７７．５８９ ５１．０３６ ２．５４０ ０．１８５

Ｄ７ ８２．３９２ ５３．８６６ ２．９３２ ０．１４７

Ｄ８ ８９．５８５ ４３．７０６ ３．２９４ ０．１１２

Ｄ９ ９２．２８０ ４２．２１３ ２．９６８ ０．０９５

　 　 编号 Ｄ 代表样本群落来自和平家园住区；平均株高、冠幅与胸径 ／ 地径仅针对乔、灌木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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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２　 群落样方冠层郁闭度、叶面积指数与天空可视因子测点布

置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Ｃａｎｏｐ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ＣＤ），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ｉｎｄｅｘ （ ＬＡＩ） ａｎｄ Ｓｋｙ ｖｉｅｗ ｆａｃｔｏｒ （ ＳＶＦ） ｉｎ

ｓａｍｐｌ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１．５　 数据分析

在每个观测日，６ 个时刻观测值的算数平均数代表

日平均水平。 本研究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与 Ｄｕｎｃａｎ 多

重比较检验不同构成类型群落间日均 ＰＭ１水平的差异，
借助 Ｐｅｒｓｏｎ 双变量相关分析解析不同冠层结构指标与

日均 ＰＭ１浓度间的相互关系，两者间的响应关系可视化

借助非线性曲线拟合完成。 所有统计分析均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软件，Ｐ＜０．０５ 视为具有统计学意义；非线性拟合借

助 Ｏｒｉｇｉｎ ９．１ 软件。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类型植物群落的 ＰＭ１浓度

如图 ４ 所示，针阔⁃乔草型群落的日均 ＰＭ１浓度最

低，为（５．８２±０．５１）μｇ ／ ｍ３，其次为阔叶⁃乔灌草型（６．１３±
０．５８）μｇ ／ ｍ３和阔叶⁃乔草型（６．３１±０．５６）μｇ ／ ｍ３，针叶⁃灌
草型的日均 ＰＭ１浓度最高（７．１６±０．３４）μｇ ／ ｍ３，高出最

图 ３　 夏季群落样方天空可视因子示例

Ｆｉｇ．３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ＳＶＦ ｏｆ ｏｎ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低值 １．３４ μｇ ／ ｍ３。 ８ 种类型群落的日均 ＰＭ１水平以针

阔⁃乔草＜阔叶⁃乔灌草＜阔叶⁃乔草＜针阔⁃乔灌草＜针叶⁃
乔草＜针叶⁃乔灌草＜阔叶⁃灌草＜针叶⁃灌草的顺序依次

递增。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群落类型间不存在具有

统计意义的显著差异（Ｐ＝ ０．０９２）。
层次结构方面（图 ５），日均 ＰＭ１浓度的最低值出现

在乔草型群落，为（６．２５±０．４０）μｇ ／ ｍ３，其次为乔灌草型

（６．４２±０．２８） μｇ ／ ｍ３，灌草型最高（７．０８±０．０８） μｇ ／ ｍ３。
尽管 ８ 种群落类型间无显著差异，但在复层结构方面，
大类间存在显著差异（Ｐ＝ ０．０２７）。 生活型构成方面，针
阔混交型群落（６．４５±０．６３） μｇ ／ ｍ３ 与阔叶混交型群落

（６．４８±０．４６）μｇ ／ ｍ３的日均 ＰＭ１水平基本持平，而针叶

混交型群落高于前两者，为（６．８２±０．２９） μｇ ／ ｍ３。 三者

之间相差不大，差异不显著。
２．２　 ＰＭ１浓度对群落冠层结构变化的响应

表 ５ 和表 ６ 分别显示了各群落样方的日均 ＰＭ１浓度，以及各冠层结构指标与日均 ＰＭ１浓度之间的 Ｐｅ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

表 ５　 样本群落日平均 ＰＭ１浓度

Ｔａｂｌｅ ５　 Ｄａｉ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Ｍ１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群落编号 Ｎｏ． Ｄ１ Ｄ２ Ｄ３ Ｄ４ Ｄ５ Ｄ６ Ｄ７ Ｄ８ Ｄ９

ＰＭ１浓度 ｌｅｖｅｌ ／ （μｇ ／ ｍ３） １３．０２７ １２．５８３ １１．５１９ １１．８６９ １１．７１８ １１．２００ １２．１７０ １２．１３５ １２．３７８
　 　 编号 Ｄ 代表样本群落来自和平家园住区。 平均株高、冠幅与胸径 ／ 地径仅针对乔、灌木进行统计

群落内日均 ＰＭ１浓度同郁闭度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Ｐ＞０．０５）。 基于非线性拟合趋势线（图 ６ 与

表 ７，拟合收敛，Ｒ２ ＝ ０．８０１）显示，造成这种无明显相关的原因在于 ＰＭ１浓度随着郁闭度的增加先呈现明显的

下降趋势，说明植被冠层对于 ＰＭ１浓度的减滞有着明显的积极作用。 但当群落郁闭度超过一定范围（７５％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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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不同群落类型的日平均 ＰＭ１浓度水平

Ｆｉｇ．４　 Ｄａｉ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Ｍ１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ｙｐｅｓ

１： 针阔乔灌草；２： 阔叶乔灌草；３： 针叶乔灌草；４： 针阔乔草；５： 阔叶乔草；６： 针叶乔草；７： 阔叶灌草；８： 针叶灌草

图 ５　 复层结构与构成类型的日平均 ＰＭ１浓度水平比较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Ｍ１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右）仍继续增加时，过高的群落郁闭度容易导致小粒径颗粒物在冠下积累，反而呈现随之增加的态势。 ７５％为

郁闭度调节 ＰＭ１浓度的关键阈值，群落减滞 ＰＭ１的强度随此范围内郁闭度的增加而迅速提升。

表 ６　 群落冠层结构特征与日平均 ＰＭ１浓度之间的 Ｐｅｒｓｏｎ 相关性

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ａｎｏｐ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ｄａｉ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Ｍ１ ｌｅｖｅｌ

群落编号
Ｎｏ．

郁闭度
Ｃａｎｏｐｙ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 ％

疏透度
Ｃａｎｏｐｙ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 ％

叶面积指数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ｉｎｄｅｘ

天空可视因子
Ｓｋｙ ｖｉｅｗ ｆａｃｔｏｒ ／ ％

ｃｃ ｓｉｇ． ｃｃ ｓｉｇ． ｃｃ ｓｉｇ． ｃｃ ｓｉｇ．

ＰＭ１浓度 ｌｅｖｅｌ ／ （μｇ ／ ｍ３） ⁃０．４１９ ０．２６１ ０．２４６ ０．５２４ ⁃０．２８９ ０．４５１ ０．２６４ ０．４９２

　 　 ｃｃ 代表相关系数；ｓｉｇ．代表显著性，∗与∗∗表示显著水平

ＰＭ１日均水平同群落疏透度之间的相关关系未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 由拟合趋势线（图 ６ 与表 ７，拟

合收敛，Ｒ２ ＝ ０．４０３）可以看出，疏透度因子与冠下 ＰＭ１日均水平之间的拟合强度弱于郁闭度。 随着群落疏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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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增加，ＰＭ１浓度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整体趋势，关键拐点出现在 ５５％左右。 这说明，在安全阈值范围内

（低于 ５５％）群落疏透度的增加有利于对 ＰＭ１的吸滞，但当植物群落在水平方向的疏透度超过 ５５％时，则不利

于对亚微米颗粒物的减滞。
由表 ６，群落内日均 ＰＭ１浓度与叶面积指数和天空可视因子间均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Ｐ＞０．０５）。 同时，

如图 ６ 所示，日均 ＰＭ１浓度与群落叶面积指数之间的拟合曲线呈“Ｕ”型趋势，群落叶面积指数增加，群落内

ＰＭ１浓度先降低后升高，拐点出现在 ２．３０ 左右。 日均 ＰＭ１浓度与天空可视因子之间的拟合曲线呈“√”型趋

势，天空可视因子增大，日均 ＰＭ１浓度先降低后升高，上升段的占比明显大于下降段，谷值出现在 ０．１８ 左右。
但由于两组非线性拟合在达到最大迭代数后都仍未能收敛（表 ７，Ｒ２分别为 ０．５９８ 和 ０．３６１），故该曲线仅可作

为趋势参考。 推测当群落叶面积指数过高、天空可视因子过低时可能影响 ＰＭ１的扩散衰减，但当情况反之时，
其内部 ＰＭ１浓度也会相应的较高。

图 ６　 ＰＭ１浓度同群落冠层特征参数的非线性拟合关系

Ｆｉｇ．６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ａｉ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Ｍ１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ａｎｏｐ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表 ７　 群落冠层结构特征与日均 ＰＭ１浓度之间的非线性拟合

Ｔａｂｌｅ ７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ａｎｏｐ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ｄａｉ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Ｍ１ ｌｅｖｅｌ

拟合方程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Ｒ２ 拟合收敛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郁闭度与 ＰＭ１浓度

Ｃａｎｏｐ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Ｍ１

ｙ＝ １３．２０８９＋ （－５８．１０６１８ ／ （２８．５４６３２×ｓｑｒｔ（ ｐｉ ／ ２））） ×ｅｘｐ（ －２×（（ ｘ－
７４．９１１９３） ／ ２８．５４６３２） ２）

０．８０１ 收敛　

疏透度与 ＰＭ１浓度

Ｃａｎｏｐｙ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Ｍ１

ｙ＝ ２１１４３． ０２６７２ ＋ （ － ２１１３１． ２２８６３） × ｅｘｐ （ － ０． ５ × （（ ｘ － ５３． ７００６３） ／
１６９６．９０６０９） ２）

０．４０３ 收敛　

叶面积指数与 ＰＭ１浓度

ＬＡＩ ａｎｄ ＰＭ１

ｙ＝ ７１． ２２９７２ ＋ （ － ７８５． ７８３７ ／ （ １０． ５１５５９ × ｓｑｒｔ （ ｐｉ ／ ２））） × ｅｘｐ （ － ２ ×
（（ｘ８－２．３８６１７） ／ １０．５１５５９） ２）

０．５９８ 未收敛

天空可视因子与 ＰＭ１浓度

ＳＶＦ ａｎｄ ＰＭ１

ｙ＝ １３．４６０３５ ＋ （ －０．８３９７８） ／ （ ｓｑｒｔ（２×ｐｉ） ×０．７２５１×ｘ） ×ｅｘｐ（ －（ ｌｎ（ ｘ
０．３３７７４）） ２ ／ （２×０．７２５１２））

０．３６１ 未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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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植物群落对空气颗粒物的调节是直接与间接作用相互复合的。 一方面，亚微米级的细小气溶胶颗粒可以

被植物叶片上的气孔、皮孔、粘液等结构直接吸收清除［１３，３３］。 另一方面，大量研究表明，空气温、湿度、风速等

与颗粒物因子彼此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 特别是小粒径颗粒物，其扩散与积聚对于微气候因子的响

应尤为敏感［３４］。 群落冠层结构对冠下微气候与空气流动的影响明显，进而会间接影响冠下空气颗粒物的水

平与分布。
首先，不同构成类型的群落，因内部构成树种的差异，使其对亚微米颗粒物的直接调节效果本身既是不同

的。 有研究发现，针叶树更小更多的叶子和更复杂紧密的枝冠结构对空气颗粒物的拦截与吸收效果显著。 甚

至，松属植物某些针叶树种分泌的黏性汁液［３５］，可使被黏附的颗粒物很难再次进入到空气中［３６，１８］。 但也有

研究发现一些针叶树释放的有机挥发物可以转化为二次有机气溶胶，进而形成 ＰＭ２．５、ＰＭ１等细小颗粒物［３７］。
这可能是造成针阔混交型群落对 ＰＭ１颗粒物的减滞效果与阔叶型混交群落基本持平，而又优于针叶型混交群

落的主要原因。 从生活型的角度来看，乔木是承担空气颗粒物净化作用的主体［３８⁃３９］。 拥有乔木层的群落总

体枝叶量更大，能够提供更多的气孔和皮孔吸滞 ＰＭ１颗粒物。 因此，在本研究中，乔草型群落对 ＰＭ１颗粒物的

减滞效果优于乔灌草型群落。 而灌草型的减滞效果总是最弱。 其次，不同构成类型的群落具有不同的冠层特

征，还会影响其对 ＰＭ１颗粒物的间接调节效果。 当群落内部叶量过于稀少时，不利于其对 ＰＭ１颗粒物的拦截

和吸收，但当群落的层次结构过于致密时又可能会阻碍 ＰＭ１颗粒物随着空气流动的向外扩散。 因此，既具有

充足叶量，又能保持内部气流通透的针阔⁃乔草型群落调节效果最好。 这与 Ｌｉｔｓｃｈｋｅ 和 Ｋｕｔｔｌｅｒ［１３］ 的研究发现

基本一致。
本研究中，冠层结构由群落郁闭度、疏透度、叶面积指数与天空可视因子表征。 郁闭度与天空可视因子反

映群落冠层在垂直方向的致密度，影响群落内部与上层空气的垂直交换；疏透度反映冠层在水平方向的孔隙

度，影响着群落同其周围的水平空气交换；叶面积指数则反映群落整体叶面数量水平，决定了一个群落可以提

供多少叶片拦截颗粒物。 本研究中，ＰＭ１浓度对群落郁闭度、疏透度、叶面积指数与天空可视因子之间的双变

量相关分析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但通过非线性回归拟合发现，ＰＭ１浓度对群落冠层结构的响应较为复杂，整
体呈现为存在临界拐点的非线性关系。 这可能是由于亚微米级颗粒物通常依靠扩散稀释而衰减，植物群落冠

层对其的调节作用主要依托于间接作用［４０］。 本研究中所有实验日均为静风或微风天气，当群落冠层过于稀

疏时，无法提供足够的叶片拦截吸收 ＰＭ１颗粒物。 但当冠层结构过于致密时，不仅会阻碍亚微米颗粒物随空

气湍流向大气上层或水平扩散。 还可能由于低温、高湿的冠下条件，减弱亚微米粒子的布朗运动，使其吸湿凝

聚而浓度增高［１５，４１］。 Ｊａｎｈäｌｌ［１６］曾提到，植被屏障需要充分的致密，以提供一个大的沉积表面面积，但应保证

其多孔性允许空气渗透和颗粒物的向上扩散。 这一观点与本研究所得结果较为一致。 但值得注意的是，本研

究所尝试的非线性拟合中，仅群落郁闭度与疏透度因子的拟合达到收敛，叶面积指数与天空可视因子的拟合

曲线尽管也呈现出了拐点趋势，但其拟合在达到最大迭代数后仍未能收敛。 这可能与本研究样本数量有限，
未能提供更多数据代入运算有关。 故而针对这两个冠层结构参数，目前证据暂时无法给出可供参考的关键阈

值，未来仍需要扩大样本量，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
目前，仅有极少数学者报道了群落冠层结构影响大粒径空气颗粒物水平的关键阈值。 例如，陈小平等［４２］

对城市交通干道隔离绿化带的研究发现当疏透度在 １０％—２０％，郁闭度在 ７５％—９０％时，绿化带对 ＴＳＰ 的净

化效率较高。 殷杉等［２６］则认为植物群落净化 ＴＳＰ 的最佳郁闭度和疏透度分别为 ０．７０—０．８５ 和 ０．２５—０．３３。
但针对细颗粒物，乃至亚微米颗粒物，相关研究几乎空白。 本研究中，郁闭度达到 ７５％，疏透度在 ５５％左右的

植物群落对 ＰＭ１颗粒物的减滞效率最为优秀。 但很显然，目前无论针对何种粒径级别，关于冠层结构关键阈

值的探讨，仍迫切需要更多的研究数据予以支撑和验证。

１２２　 １ 期 　 　 　 范舒欣　 等：城市绿地植物群落特征对亚微米颗粒物的影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４　 结论

在本研究中，城市绿地植物群落对亚微米颗粒物具有一定的减滞效果。 ８ 种常见群落类型中，针阔⁃乔草

型群落减滞 ＰＭ１颗粒物的能力最优，阔叶⁃乔灌草群落次之，针叶⁃灌草型群落最弱。 但不同类型植物群落内

部的 ＰＭ１浓度差异并不显著。 植物群落的冠层结构同亚微米颗粒物间存在着明显的非线性响应关系，部分指

标存在关键的拐点阈值。 郁闭度大于 ７５％，疏透度小于 ５５％的植物群落，其减滞 ＰＭ１颗粒物的效果最佳。 合

理的群落构成与冠层结构配置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绿地对于亚微米颗粒物的调节作用，从而帮助缓解城市空

气污染，改善城市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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